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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碳约束日益迫近的局势，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在此背景下，能够增强国家核心竞争优势，保障能源安全和提升国家绿

色形象的新型外交模式———清洁能源外交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基于对清洁能源外交内涵属性与战略定位的

系统性分析，本文比较了德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清洁能源外交的发展态势并归纳其发展特点和有益经验。最

后探析了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和优化路径，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前瞻性政策建议，旨在提升中

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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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ean Energy Diplomacy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India: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Green“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Construction

LI Xin-le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attern is confronted with increasingly pressing carbon constraints.

A state’s capacity to cope with or break through carbon constraints will largely determine its position in the transforma-

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lean energy diplomacy，as a new diplomatic model to enhance national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guarantee energy security and enhance national green image，has attracted much more atten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attribut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lean energy diplomacy，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lean energy diplomacy in Germany，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India，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i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for reference. Finall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

tegic positioning of clean energy diplomacy and its optimization path，in order to put forward a forward-looking decision-

making reference for China’s green“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construction，aiming at enh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dis-

cursiv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lobal clean energy governanc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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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能源的交替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

的调整，如今产业结构从能源集约型向技术集约

型的转变催生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到来，从而将

带动诸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一系列清洁能
源产业的迅速发展①。世界能源正迈向石油、天然
气、煤炭和清洁能源“四分天下”时代［1］。清洁能
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围绕其进行

的能源变革推动了整个世界秩序的变革，这意味

着一国在能源转型中的优势地位将有助于其在全

球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关键性作用［2］。即使在
新冠疫情肆虐之时，2020 年 3 月国际能源机构
( IEA) 执行董事法提赫·比罗尔( Faith Birol) 仍强
调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

抗击新冠疫情刺激计划的核心。目前油价的大幅
下跌，也是各国降低或取消化石燃料消费补贴的

大好机会②。这样既刺激经济反弹，还可在加速能
源转型的进程中提升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复
合型危机的应对能力［3］。可以说，推动清洁能源
技术进步、保持本国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抢
占新一轮能源革命制高点已经提升到了各国战略

层面。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在全球
能源治理和资源竞争体系中推进对自身发展有利

的清洁能源外交。
米歇尔·安克林( Michal Aklin) 和约翰纳什·

乌伯来能( Johannes Urpelainen) 等学者强调清洁能
源不仅在国内能源转型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同时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外交格局也起

到不可忽视的重塑作用［4］。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
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其国际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
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

要着力点。特别是自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
来，清洁能源为应对气候变化、刺激经济增长、保
障能源安全提供了一个“一箭三雕”式的综合性解

决方案，带动了各种低碳能源国际治理机制的加

速涌现。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IＲENA) 、全球
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CEM) 、国际能效合作伙伴
关系( IPEEC) 等为各国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提供
了日益机制化的国际舞台。基于此，本文在厘清
清洁能源外交的内涵属性及战略定位分类基础

上，对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四国清洁能源外交的
发展态势与路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炼和

借鉴其发展经验。最后探析中国作为新兴清洁能
源大国，如何通过清洁能源外交来强化自身在全

球清洁能源博弈中的国际竞争力并着力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和气
候治理新秩序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清洁能源外交的内涵属性及其战略定位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

益迫紧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

位［5］。和传统能源外交关注资源富集地区 ( 如中
东) 等不同，清洁能源本身逐渐与地理位置和资源

储量脱钩，侧重对产业标准、市场新规则、未来生
活模式等方面的塑造。在此背景下，学界日益从
将清洁能源发展视为“目的”的政策变迁研究逐步
转为将清洁能源视为一种对外战略“手段”的外交
研究。
( 一) 清洁能源外交的界定与属性

目前学界对于清洁能源外交的内涵仍存在着

诸多争议，整体而言可归纳为“利益博弈”和“合作
治理”两派。
首先，就国家利益博弈派而言，主要强调清洁

能源外交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目标中的多重功能

以及在外交博弈过程中时刻奉行的地缘性竞争逻

辑。马哲兰·瑞德( Marjolein de Ｒidder) 等学者从
资源地缘政治角度指出，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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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洁能源的含义比较广，狭义上而言主要指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等。广义上而言，清洁能源不仅
包括可再生能源，同时还包括核能、低污染化石能源( 如天然气等) 和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处理过的化石能源，如洁净煤等。本文采用清洁能
源的广义定义。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4000 亿美元的补贴，其中超过 40%是为了降低石油产品的价格。



清洁能源设备的制造离不开以稀土为主的 17 种矿
产资源，比如风电电机中的钕铁硼 ( NdFdB) 以及
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中的镍金属氢化物 ( NiMH) 和
锂铁( Lithiumion) 。由于各个国家均设立了雄心勃
勃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对于稀有矿产资源的开

发与争夺也成为清洁能源外交的一种重要维

度［6］。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飞速发展给欧

美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和战略焦虑，它们将发

展中大国视为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竞争者。乔·
艾森( Joel B. Eisen) 指出这种清洁能源领域的竞
赛实质是一种新能源的地缘博弈，决定了未来国

际格局的主导权［7］。在利益博弈思维下，发达国
家通过贸易保护性反倾销诉讼，清洁能源产业标

准控制及知识产权申请竞争等方面的狙击来遏制

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清洁能源外交中的发展空间。

其次，就国家利益融入多元治理派而言，德国

学者塞巴斯蒂安·奥伯图尔反驳了上述地缘博弈
思维，指出基于“无限性使用”的清洁能源开发与
合作能够限制传统能源地缘冲突，拓宽大多数高

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的外交活动空间［8］。安德
烈·曼森( André Mnsson) 认为清洁能源系统依赖
开采流量而不是开采存量，在地理上分布更均匀，

能源密度更低，降低了各国参与冲突以控制新能

源的地缘经济政治动机［9］。目前随着全球权力流
散、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复杂治理议题的专业化应
对需求，清洁能源外交呈现出参与行为体( 国际组

织、国家、次国家行为体等) 的多元性以及旨在推
进国际清洁能源多层次合作的治理性［10］。基于
此，清洁能源发展大国日益重视通过同清洁能源

发展相关的对话协调与互动合作机制的建构来提

升自身的议程设定权和话语影响力。德国学者迪
克·麦瑟纳( Dirk Messner) 侧重研究大国在清洁能
源治理中的外交角色，强调德国基于清洁能源发

展的国家转型战略 ( Energiewende) 不仅致力于优
化本国的能源结构，同时还以一种低碳能源外交

的方式提升了德国的绿色声誉和低碳竞争力［11］。

斯伯勒·赫卡森( Sybille Ｒoehrkasten) 等学者也指
出德国的清洁能源外交旨在推进全球清洁能源治

理的制度化与专业化，特别是其建立的国际可再

生能源机构( IＲENA) 成为德国推行清洁能源发展
理念、最优政策实践及清洁能源产业标准的重要
国际制度平台和外交着力点［12］。

结合学界的既有争论，本文认为清洁能源外

交的界定不应该单维简单化，其指代范畴大于清

洁能源国际合作，亦包括如何防范和应对各国在

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极性竞争。清
洁能源外交本身存在竞争博弈与协调治理的二重

性，可以界定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所制定的对外

交往战略方针及所开展的具体对外交往活动，如

开展政府间重要访问，处理危及国家利益的贸易

摩擦与冲突，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构建对话

协调机制和制度性合作平台，拓展绿色对外发展

援助路径等。清洁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
家绿色能源安全，推进能源全面转型，实现区域清

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其独

特属性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相对“去地缘化”属性。以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均具有鲜明的地缘

性特征，其能源生产链( 勘探、开采、生产、运输、加
工制造及销售) 都同特定的地缘位置密不可分。
各国在传统能源开发与投资、能源通道安全、国际
贸易主导权等方面依然竞争激烈且冲突不断［13］。

不同于传统能源，清洁能源作为一种可持续性能

源，其供给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机、太阳能光板
及储能入网等技术的革新。虽然清洁能源设备生
产需要稀有金属资源的支撑，但是随着技术发展，

本身用量较少的稀土资源等可实现回收再利用甚

至是找到相应的替代原料。因此各国在“去地缘
化”的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更容易实现多边共赢
并且更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第二，技术依赖性
属性。清洁能源大规模发展主要取决于政策创新
和技术进步。然而由于资金缺乏和技术落后，清
洁能源的发展红利并未被发展中国家所充分吸

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对于清洁能
源技术出口限制的强化以及对政府援助项目的缩

减均影响了清洁能源的“南北”国际合作。如果不
能跨越技术创新的鸿沟，那么南北差距则因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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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被进一步拉大，世界可能出现低碳的发

达国家和高碳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型气候地缘

分野。第三，与气候能源发展格局的捆绑属性。

清洁能源的发展同气候能源发展格局的变迁具有

紧密的协同性发展关系，即清洁能源发展不仅需

要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更需要政治层面以及战

略格局上协同推进，特别是传统能源补贴的消减、
化石能源消耗的总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的
确立及国际碳市场的建立均能够为清洁能源的快

速发展注入强心剂。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不断变
迁为清洁能源发展以及全球低碳合作的拓展提供

了不竭动力，如以“自主贡献 +五年盘点”为主的
后巴黎时代治理模式中，确立雄心勃勃的清洁能

源发展目标是重要的实现路径。
( 二) 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分类

根据上述清洁能源外交界定的二元性，本文

将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划分为两个维度: 竞

争导向和治理导向。首先，竞争导向主要指基于
利益博弈的市场竞争导向。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
到，中长期的国际领导权与绿色竞争力是同清洁

能源发展和环保技术开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4］。

该维度强调清洁能源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保

障国家的绿色发展优势与国际竞争力等核心利

益，包括对于清洁能源发展资源( 如稀土) 的地缘

性争夺，在低碳转型格局下进行绿色科技实力和

创新投入的国际竞赛，通过制定苛刻的贸易流通

规则、技术标准和技术转让门槛来限制发展中国
家的创新空间，凭借清洁能源贸易保护主义( 如碳

关税、反倾销、反补贴政策) 来遏制新兴国家的绿
色市场拓展［15］。

其次，治理导向指基于制度规范的治理性导

向，强调清洁能源外交超越了传统能源外交的资

源控制维度，从而可以实现一种资源多元共享共

治的维度。国家利益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国际多元
治理的协同: 一是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需要

清洁能源治理实现一种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发展;

二是基于多利益攸关方介入的多元治理为清洁能

源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多层协调的机制空间。因
此，“负责任主权”的需求必然使大国外交中日益

承载更多的治理性元素，特别是清洁能源外交中

的“去地缘化”属性有助于缓和国家之间在能源问
题上的零和博弈逻辑，从而确立清洁能源在应对

全球能源三重困境中 ( 能源安全、能源公平、环境
可持续困境) 的核心角色［10］。这集中体现在各类
国际清洁能源治理机制与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

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ＲENA) 、21 世纪可再生
能源政策网络( ＲEN 21) 等为全球清洁能源的善治
提供了日益机制化的国际舞台。
基于竞争导向 ( 利益博弈性) 和治理导向 ( 制

度规范治理性) ，可根据其高低程度将清洁能源外

交的战略定位分为四类( 见表 1) 。
表 1 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分类

治理导向

高 低

竞争导向
高 绿色霸权主导型 市场竞争主导型

低 治理规范主导型 绿色经济发展主导型

资料来源:根据清洁能源外交二元性的界定自制。

第一类为治理规范主导型清洁能源外交，其

外交特点是治理驱动高，竞争驱动低。这意味着
一国比较看重通过国际机制建立和国际规范嵌入

来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制度化建构，其市场

竞争驱动的意愿不是很明显。第二类为绿色霸权
主导型清洁能源外交，其特点是治理驱动高，竞争

驱动高。这意味着清洁能源大国一方面比较看重
通过清洁能源外交来建构全球性清洁能源治理机

制和制度规范，提升自身的制度性话语权; 另一方

面，外交还有较强的市场竞争驱动，极为注重自身

在清洁能源国际市场份额和产业标准定制权中的

主导权。有时通过保护性贸易和强制性碳关税来
遏制他国，从而保持该国的相对优势和国际竞争

力。第三类为市场竞争主导型清洁能源外交，其
特点是治理驱动低，竞争驱动高。指一国不在意
清洁能源的治理维度，而是仅关注清洁能源的市

场竞争维度。仅从国家地缘经济利益出发，基于
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待绿色国际市场的支配权争

夺，通过保守型的贸易政策和苛刻技术转让门槛

来限制后发国家的成长空间。第四类为绿色经济
发展主导型清洁能源外交，其特点是治理驱动低，

竞争驱动低。这种类型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多见，
意味着一国的绿色实力与治理能力有限，在清洁

4

中国软科学 2020 年第 7 期



能源外交上比较看重通过获得国际合作与技术援

助等方式来提升自身的绿色发展空间，促进国内

经济的低碳转型。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机制中多
为参与者和追随者，规则制定权和绿色话语权均

较为薄弱。
二、德国、美国、日本、印度清洁能源外交的发

展态势分析

根据 IＲENA的统计数据，欧洲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排前三的国家为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亚
洲排前三的国家为中国、日本、印度，美洲排名前
三的国家为美国、巴西、加拿大［16］。基于此，本文
选取了清洁能源发展的先驱国家德国、具有强大
清洁能源技术支持的美国和日本、以及清洁能源
新兴大国印度作为案例比较样本，侧重于对不同

类型的清洁能源发展大国的外交态势进行分析。
( 一) 德国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德国就将向可再生能源
转型作为能源战略的重点任务。从 2000 年德国第
一部《可再生能源法》( EEG) 颁布起，可再生能源
固定电价上网政策( FIT) 就在该国得到推广实施。
该法先后经历了五次修订①，及时调整和修订相关

政策内容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并保障

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17］。2011 年，德国正式推出
“能源转型计划”，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
占总发电量的 80%。2017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
法》最新修订法案全面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招
标制度( FIP) ［18］，标志着德国清洁能源发电市场
化的全面推进，并有助于推进欧洲范围的统一清

洁能源电力市场建构［19］。
德国清洁能源外交是典型的治理驱动型外

交，侧重于通过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机制建构来

推进德国在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中的制度性领

导，集中体现在推进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IＲE-
NA) 的建立方面。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政
治家赫尔曼·希尔( Hermann Scheer) 就“提议为可
再生能源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使德国在其中发挥
领导作用［8］。2002 年大选后他又将该提议引入到

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联邦政府的联合协议中。该建
议得到了丹麦、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回应和
支持，作为环保领域的先驱性国家，他们都不满代

表着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利益的国际能源机构

( IEA) 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主导性角色［20］。2004
年 6 月，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波恩组织了首
届政府间可再生能源的国际会议，由来自 154 个国
家的代表参加并通过了相关的政治决议。但这次
会议的政治结果过于空泛，令许多可再生能源的

支持者失望。于是德国决定改变策略，放弃对这
种政府间大多边行动的坚持，而是追求形成一个

“排他性的先驱联盟”，在联合国框架外设立一个
新的国际组织。

2008 年初，在华盛顿可再生能源会议上，德国
宣布将启动筹建 IＲENA 的谈判进程。2009 年 1
月，IＲENA的成立大会在波恩召开，来自 75 个国
家的代表签署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协定》。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筹备委
员会召开了五次会议，2011 年 4 月国际可再生能
源机构第一届全体成员大会正式召开。尽管该机
构成立时间不长，但截至 2019 年底，它已经惊人地
拥有了 161 个成员国以及 22 个申请国［21］。IＲE-
NA 成为全球第一个明确致力于可再生能源推广
的主要国际机构，为清洁能源全球治理提供政策

咨询、信息交流、互惠合作、权威评估的国际平
台［22］。另外，德国还借助 2004 年国际清洁能源大
会的契机，成功推动了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 21 世
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 ＲEN21 ) 的成立，通过对
该网络的资金支持与治理议题嵌入，不断塑造自

身在全球清洁能源网络化治理中的中心性地位。
( 二) 美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坚
持“能源独立”政策。与德国能源转型不同，美国
能源转型的三大支柱为非常规化石能源的清洁发

展( 包括核电、页岩气及煤炭清洁利用等) 、大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尽管美国联邦政
府层面没有制定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法律，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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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再生能源法》( EEG) 先后于 2004 年、2009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7 年经历了五次修改。



近 30 个州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配额目标( ＲPS)
来推进清洁能源发展［23］。
由于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美国在清洁能源

外交政策上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奥巴马和特朗普

政府对待清洁能源的态度截然不同。奥巴马政府
属于高治理和高竞争兼顾的绿色霸权型清洁能源

外交。治理维度集中体现在创立了全球性清洁能
源部长峰会 ( CEM) 。早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
变化会议上，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就开始提倡全

球层面的清洁能源发展计划。2010 年 7 月首次
CEM在华盛顿举行并倡导各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
加强合作。截至 2019 年，CEM 已经召开过 10 次
会议①，汇聚全球 24 个主要国家及欧盟的清洁能
源市场主要参与者，代表了全球 80%清洁能源市
场份额。CEM的政策目标集中在强化清洁能源供
应系统、提高全球能源效率且拓展清洁能源的可
获性三个方面。尽管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了《巴
黎协定》并废除了国内清洁能源计划，但自 2017
年 CEM8 北京会议开始，该机制已由在国际能源机
构( IEA) 新成立的多边秘书处来提供支持，标志着
CEM进入新的多边制度化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强调

清洁能源外交的市场竞争导向，集中体现为通过

“双反”和贸易战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
发展进行遏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争夺绿色

市场。如自 2012 年以来，中国风电和光伏产业连
续遭受美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同年美国也加强
对非洲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的控制，旨在掀起清

洁能源领域的“圈地运动”［24］。特朗普政府属于
市场竞争驱动主导型清洁能源外交，赤裸裸体现

在中美贸易战上，中国风电机组和光伏组件均面

临“双反”基础上的 55%叠加关税。然而，这种在
国际层面的“去治理化”行为刺激了美国非国家行
为体在气候和清洁能源议题上的能动性。就在特
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三天之后，美国一个史
无前例的非国家行为体联盟“我们仍在”( We Are
Still In) 于 2017 年 6 月 5 日成立，支持《巴黎协定》

中的美国各项目标的实现。联合国特使迈克尔·

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和前加利福尼亚州
长杰瑞·布朗( Jerry Brown) 于 2017 年底共同发起
一项范围更大的“美国承诺”( America’s Pledge)

的网络行动倡议，包括美国 17 个州、540 个城市和
县、1914 个企业和投资者，343 所大学及 253 个社
会组织参与其中，提出了基于提升能效和发展清

洁能源的行动战略，从而强化地方层面的绿色领

导力［25］。
( 三) 日本

日本在能源效率和绿色能源技术创新方面一

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 2011 年福岛核泄漏
事件之后，日本加大了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一系

列同可再生能源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建立，如

日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 ＲEI) ，福岛可再生能源研
究所( FＲEA) 等。2012 年日本又通过出台固定上
网电价政策( FIT) 进一步促使清洁能源的大规模
发展［26］。根据 2015 年气候自主贡献目标，日本通
过“能源改革战略”来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效改
善。2016 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再次强调基于
《巴黎协定》的清洁能源改革方向。由于日本岸上
风电受国土面积影响一直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

日本转而推进离岸风电、离岸光伏和氢能的不断
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保障日本清洁能源发展在

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 2017 年日本新能源发展基
本战略中强调了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能和

大力发展氢社区战略，构筑国际氢能供应链。

日本清洁能源外交基本属于侧重能源安全的市

场竞争驱动型。首先，日本作为能源极为匮乏的国
家，特别重视通过建构官方和非官方的全球性能源

外交网络来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日本商务部自
2013年起向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指派“能源和矿产
资源专家”。迄今为止，已在 50 个国家总共派出了
56 位官员。日本凭借这一全球性外交网络来确保
资源的稳定供应，并支持日本在当地开展业务的

私营公司和相关机构。2011 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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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丹麦哥本哈根、加拿大温哥华举行过 9 次部长级会议。



日本能源外交开始出现绿色转向，强调借助上述

全球能源外交网络来促进全球清洁能源开发配置

与项目合作。另外，日本非官方的清洁能源外交
网络也不可小觑。早在 2009 年日本就成立了一个
新的公私合作公司“日本创新网络公司”( INC) ，
用于培育新一代科技中的工业创新，包括采取措

施增强其在清洁科技领域中的长远竞争力［27］。非
官方机构日本可再生能源委员会( JCＲE) 不仅涉及
技术领域，还为日本社会提供了清洁能源的国际

交流平台。JCＲE已经举办了 4 次可再生能源国际
会议和 13 次国际可再生能源展览和论坛，展示及
推广日本清洁能源的最新技术［28］。

其次，日本善于利用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影

响力来提升其清洁能源外交的能动性。在国际能
源机构( IEA) 和亚洲开发银行中，日本不仅在资金
贡献上数一数二;同时在人事任命上，日本籍人士

也经常是这些机构的领导，对机构的政策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力。日本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在
IEA的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和技术评估等领域发挥
着引领作用。如日本力促 IEA 新增了“跟踪清洁
能源进展”服务，为同清洁能源发展和低碳转型相
关的能源技术部门提供了全面而严格的评估。与
此同时，日本也加强同新崛起的国际组织 IＲENA
之间的协作。2018 年 1 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
阿布扎比 IＲENA大会上发表了“日本可再生能源
外交 －气候变化和能源未来”演讲，明确提出要同
IＲENA 一起打造清洁能源外交新范式，提升日本
在全球能源快速转型中的引领性角色。
( 四) 印度

印度强调清洁能源对于发展中国家能源可获

性的支持，有助于能源贫困人口尽快获得现代电

力;同时也日益重视利用太阳能优势来支撑自己

的大国梦诉求。2006 年，印度开始设置可再生能
源目标及其优惠上网电价制度，并成立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部 ( MNＲ) ［29］。2011 年印度通过了可
再生能源证书( ＲECs) 制度，要求印度各邦必须制
定相应的可再生能源义务目标［18］。2015 年印度
公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 INDC) ，包括两个
阶段性目标:一是到 2022 年建设 175GW可再生能

源发电能力，二是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至
少达到 200GW［32］。上述目标雄心勃勃但也挑战
重重，意味着印度必须克服资金、技术和政策障碍
等多重困境，特别是在国际层面寻求合作与支持。

印度清洁能源外交呈现为绿色经济发展主导

型，存在治理型倾向。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新兴
大国，印度不仅高度重视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合

作来推动其清洁能源开发，还通过创立国际太阳

能联盟( ISA) 来追求自身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
力。早在 2015 年第三届印非峰会上，印度总理莫
迪就利用主场外交优势，倡议各国加入印度牵头

的 ISA［31］，其成员国完全或部分位于热带地区和
南回归线之间，部分欧洲国家也在发起国之列，包

括法国。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由印度牵头 121
个国家参与的 ISA在法国总理奥朗德见证下正式
宣布成立，其长期目标是筹集 1 万亿美元投资，到
2030 年全球部署超过 1000 GW的太阳能。ISA 实
体机构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卫
星城古尔冈市成立。为显示对该联盟的承诺，莫
迪宣布资助 15 个国家的 27 个太阳能项目;成立太
阳能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开发; 并在会员国建立

500 个太阳能研发培训点。为了争取更多国际支
持，ISA与 IＲENA签署联合声明，深化两机构在太
阳能部署方面的合作，IＲENA 向 ISA 提供项目便
利化工具和平台，如全球可再生能源地图集、项目
导航器等。

同时，印度重视自身在金砖国家中的绿色引

领力。2014 年莫迪在巴西福塔莱萨金砖国家峰会
上就倡议在清洁能源领域展开多利益攸关方参与

的多国合作。此后，印度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的筹建工作，2015 年新开发银行成立之际，

印度任命其最大私有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
银行( ICICI) 董事长卡马斯作为金砖国家银行首任
行长。金砖银行将清洁能源视为重点发展领域，

将首批贷款项目圈定在节能环保的能源企业，其

中 60%的专案落地在清洁能源领域。2017 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厦门会晤时，公布其未来 5 年的
总体战略仍将重心放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超过六

成的贷款项目用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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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2018年第十届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峰会
上，印度进出口银行倡导与巴西开发银行、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和南非开发银行进
行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合作研究，通过技

术创新实现能源管理优化以推进其可持续发展。
三、德国、美国、日本、印度清洁能源外交比较

及经验借鉴

目前中国在清洁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
造、绿色投资以及市场发展方面均处于世界首位。
然而中国从“清洁能源大国”往“清洁能源强国”迈
进的过程中，仍存在清洁能源外交中的战略优势

不匹配问题，如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仍缺

少主导性机制平台，制度性话语权也有待提升。
本文基于对德、美、日、印四国清洁能源外交的综
合比较( 见表 2) ，旨在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路径优
化提供有益借鉴。
( 一) 四国能源转型特点和清洁能源发展目标

对比

就四国的能源转型特点和清洁能源政策而

言，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德国看重清洁
能源的环境保护诉求，美国和日本看重清洁能源

对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的保障功能，而印度更加

倾向于清洁能源对于发展中国家能源可获性的

支持。
德国属于清洁能源技术和政策创新的先驱性

国家。早在 2000 年就颁布了第一部《可再生能源
法》( EEG) ，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上网政策 ( FIT)
得以确立并推进了风电和光伏的快速发展，其政

策 FIT在世界 50 多个国家得到效仿与扩散。德国
于 2010 年最早提出能源转型战略并制定了 2022

年退核日程，其能源转型同环境可持续联系密切，

成为其绿色规范性领导力的集中体现。
虽然美国的两党制影响了清洁能源政策连贯

性，但是美国依然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大国，在生

物质能和地热利用方面居全球首位。美国的能源
转型同能源独立诉求密切相关，侧重将页岩气革

命同可再生能源利用结合起来。即使是特朗普上
台后废除了清洁能源计划，但大量联邦议案与绿

色配额制仍有关，而且很多州政府出台一系列刺

激清洁能源发展的有效政策。尽管他意在扶植煤
炭产业，但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混合发电成本已

经远低于煤电，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日本作为世界上能源效率最高的国家，跻身

为世界三大清洁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尤其在离岸

风电、离岸光伏以及氢能等方面发展遥遥领先。
紧随德国步伐，2017 年日本把可再生能源固定上
网电价( FIT) 模式转变为“市场电价 + 溢价补贴
( FIP) ”模式，从政府扶持为主到推行政府扶持与
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的政策。2018 年，日本颁布
“第 5 次能源基本计划”，首次将可再生能源确定
为到 2050 年实现经济自立的脱碳化“主力电源”。
印度属于清洁能源的后发国家，但是最近几

年增长势头迅猛，特别是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太阳

能发展规划并成立了国际太阳能联盟，其风电发

展在发展中国家里也遥遥领先。自 2011 年开始，
伴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比例快速上升，

印度政府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证书( ＲECs) 制度。
2015 年印度所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 ( INDC) 包含
了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旨在树立印度

清洁能源大国的国际引领地位。
表 2 四国能源转型倾向和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比较

国家 能源转型类型 清洁能源政策 清洁能源发展目标

德国
偏气候友好和环境
治理的能源转型
战略

从固定上网电价制 ( FIT)
到市场电价 +溢价补贴制
( FIP)

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 EEG － 2017 )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为
40% ～45% ; 到 2035 年 55% ～ 60% ;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至少要达
到 80%。

美国
偏能源独立的能源
转型战略

州层面的配额制( ＲPS)
奥巴马政府 2015 年公布“清洁能源计划”，推动基于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
能在内的混合型能源转型。虽然特朗普任期废除，但州层面仍制定绿色发展
目标。

日本
偏能源供应和使用
安全的能源转型
战略

从固定上网电价制 ( FIT)
到市场电价 +溢价补贴制
( FIP)

2018 年，日本颁布“第 5 次能源基本计划”，首次将可再生能源确定为到 2050
年实现经济自立的脱碳化“主力电源”，大力推进离岸可再生能源和氢能
革命。

印度
保障现代能源可获
性的能源转型战略

可再生能源证书制( ＲECs)
2015 年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指出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到 2022 年建设 175GW 可
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到 2030 年印度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至少达到 200GW。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清洁能源政策与目标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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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四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对比

四国基于自身的特点和禀赋来制定清洁能源

外交战略，属于不同的清洁能源外交战略类型。
本文分别对四国的治理与竞争维度进行程度比

较，并基于此绘制了四国清洁能源外交战略类型

比较图。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外交受两党政治的影
响存在非延续性，因为将其清洁能源外交分为奥

巴马时期和特朗普时期( 见图 1) 。
首先看治理维度，德国是典型的治理规范导向

型清洁能源外交，作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ＲE-
NA) 和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ＲEN21) 的创
立国，德国侧重通过新的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创新

机制建构来推进德国在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中的制

度性领导。美国奥巴马时期的清洁能源外交属于
绿色霸权导向型，在治理维度和竞争维度都处于

高位，在治理维度旨在通过国际清洁能源部长会

议( CEM) 的建立谋求自身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
领导权。位居第三的日本强调通过官方和非官方
的全球清洁能源关系网络来保证其能源安全和绿

色发展。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宣布放弃国际清洁
能源部长会议( CEM) 的领导权时，日本大力推动
国际能源机构( IEA) 成立新的多边秘书处来继续
带领 CEM 进入新的制度化阶段。日本利用在
IEA、IＲENA、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中的影响力来

提升其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印度作
为清洁能源新兴大国基本属于绿色经济主导性的

清洁能源外交，即通过清洁能源外交来提升自身

的绿色发展能力，特别重视通过国际合作来获得

更多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但印度也开始出现治
理驱动的转向，积极推动国际太阳能联盟( ISA) 的
成立，旨在提升自身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国际

影响力，同时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解决自身的现

代能源可获性问题。在此维度下，特朗普政府的
“去治理化”退群行为致使美国清洁能源外交完全
陷入一种零和博弈的逻辑中。
从竞争驱动维度来看，德国竞争倾向最弱，即

使在欧盟发起对华光伏“双反”起诉的时候，德国
依然坚持欧盟需采取慎重立场，否则会重创欧洲

的清洁能源发展势头。在 2018 年欧盟决定放弃对
华清洁能源产品“双反”的进程中，德国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美国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虽然政策
迥异，但是他们的竞争导向都非常高。奥巴马强
调对于国际市场的争夺，通过清洁能源规则制定、
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和保护性贸易政策来确保自
身的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完
全竞争导向的清洁能源博弈战略，单纯看重清洁

能源的市场保护和支配性占有，通过严苛标准制

定、科技人才禁锢、高科技出口限制等极端手段来

图 1 四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类型比较
说明:程度很高( + + + ) ，程度高( + + ) ，程度较高( + ) ，程度中( + / － ) ，

程度较低( － ) ，程度低( － － ) ，程度很低(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治理与竞争维度的定性程度排序来绘制此战略类型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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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自身在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更
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在中美

贸易战对中国清洁能源出口产品进一步施加关

税，成为“双反”之后的第二重枷锁。日本在竞争
驱动维度仅次于奥巴马政府，作为美国盟国，在清

洁能源技术出口限制和知识产权争夺等方面紧随

美国步伐，甚至最近开始追随美国对中国的经济

与科技“脱钩”政策，破坏清洁能源发展的区域产
业链。印度在推进绿色经济主导的清洁能源外交
进程中，为了提升自身光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

光伏标准制定的优势性，也出现一定的竞争倾向，

如 2018 年 7 月，印度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
光伏产品征收两年 25%的关税［32］。
( 三) 四国清洁能源外交发展的经验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四国清洁能源外交发展路径

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路径优化提供了如下经验

借鉴和有益启示:

1. 通过创新性国际机制设立来强化规则设定
权与国际话语权

德、美、日、印四国在推进自身的清洁能源外
交进程中，都注重创新性清洁能源外交平台的拓

展，从而在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中发挥领导性作用。
德国作为清洁能源先驱国家，经过 20 余年努力推
动了 2009 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IＲENA) 的成
立。美国在 2010 年全球性清洁能源部长会议
( CEM) 召开方面扮演了机制建构性角色; 日本利
用自身在国际能源机构 ( IEA) 中的影响力推进了
2017 年后该机构对于 CEM 的主导权。印度作为
清洁能源新兴国家，通过联合多国来推动 2015 年
国际太阳能联盟( ISA) 的成立。
清洁能源外交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国际机制与

组织平台的支持，特别是机制的创始国更容易在

议题设置、议程管理、主场外交、规范嵌入等方面
发挥能动性作用。以 IＲENA 为例，该组织已成为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架构中的核心机构，其成功之

处在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吸引力，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选择加入是因为它们有动

力去塑造清洁能源的全球政策环境; 其他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纷纷加入该组织是因为它

们期望获取诸如清洁能源的资源评估、能力建设
等政策建议及相关信息来提升绿色实力［22］。德国

通过 IＲENA制度平台扮演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
的制度性领导角色，一是有助于在清洁能源共同

体内部建立更多的政治共识，为清洁能源治理领

域带来更多规范性标准; 二是通过信息交流大大

降低了清洁能源投资的信息壁垒，从而刺激了私

人投资，如“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地图集”将风能和
太阳能的技术和经济潜力绘制成图从而激发市场

投资热情; 三是通过清洁能源治理领域的协调性

行动，IＲENA 提升了德国等清洁能源大国在全球
气候和能源治理格局中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 加强绿色创新投入并提升竞争维度的外交
化解能力

近年来，面对新兴国家在清洁能源产业领域

的整体性崛起，欧美等国相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来为本国市场进入设置限制，从而导致传统产业

的保护主义开始向新兴产业蔓延。同时，在清洁
能源等新兴产业中的贸易摩擦也与全球经济结构

进行深度调整、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
经济再平衡等密切相关［33］。因此，我们需要正视
清洁能源发展进程中的竞争维度，意识到贸易摩

擦背后其实是各国围绕太阳能、风能、生物智能、
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在内的清洁能源
专利技术、产业标准和国际市场拓展的博弈。面
对日益激烈的清洁能源规制竞争，我们需要采取

灵活而积极的针对贸易摩擦的外交斡旋和利益协

调等外交化解手段，如重视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
推进地区清洁能源联盟等方式，从而提升国家应

对清洁能源竞争维度的韧性能力。如德国就利用
2015 年欧盟正式启动欧盟能源联盟的契机来发挥
清洁能源外交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欧洲地区的

能源转型和清洁电力市场一体化发展。凭借能源
联盟的联合发力，强化了应对绿色贸易摩擦与区

域争端的能力。
正视低碳转型格局下的绿色竞争从根本上意

味着一国需要聚焦于清洁能源的技术投资和对于

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推动。只有掌握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才能从根本上保障

其健康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产权

保护政策来保证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性和科技实力

的不断增长［34］。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的清洁
能源专利国家分布数量统计，在 2002—201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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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专利数目中，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位列前
四名，分别为 47%、24%、8%和 7%［35］。同时，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清洁能源技术专利许

可申请领域的表现日益提升，中国 ( 包括台湾地

区) 于 2002—2015 年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申请数
量累计为 179 项，虽然仅为美国数量的十分之一，
但是已经跻身于世界第五位。其他的新兴国家如
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也逐步提升自身在清洁能源
技术领域的投入，如印度在太阳能技术领域的专

利申请较为活跃，巴西和墨西哥在水 /海洋能技术
专利申请方面位列前茅。面对自身在科技实力和
研发资金等方面的薄弱性，发展中国家可以“抱团
施压”同发达国家之间制定更为灵活的专利许可
条款，比如通过专利对外许可、合作研发、合作专
利池与交叉许可等措施来超越技术专利方面的发

展瓶颈。
3. 外交推进中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行
为体的网络化合作趋势

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社
会组织、研究机构等多利益攸关方开始同政府行
为体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到清洁能源治理中。如
2015 年巴黎会议召开前夕，由比尔·盖茨牵头，28
名来自全球顶级科技公司、工业集团和投资集团
的商界领袖共同成立了“突破能源联盟”，并于
2016 年成立一支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突破能源
基金，用于投资清洁能源初创企业和支持绿色科

技研发等。这种多元参与的网络化合作优势在
于:一是在专家参与、信息共享和资源调动中起到
重要的中介作用，二是能够通过灵活的协调方式

为大多数国际组织、政策倡议网络、企业联盟、专
家认知共同体等提供包容性合作平台。此外，还
能承担政策咨询、最优实践传播、跨国项目合作以
及为国际法的协调制定框架等任务。
目前，清洁能源外交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

元行为体在治理中的网络化合作趋势不容小觑。
如德国在推进 2004 年召开首届政府间可再生能源
的国际会议后，便开始推动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
策网络( ＲEN21 ) 的建立，ＲEN21 是一个广泛联结

多个利益攸关方及各关键角色者的网络平台，其

中聚合了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和学术机
构、国际组织和行业的多元力量，旨在通过提供高
质量的信息，引导相关议题的研讨，促进知识交

流，创建相关主题的交流和协作网格来帮助政策

决策①。2017 年成立的“美国承诺”的网络行动倡
议联盟签署行为体已经超越美国两党界限，涵盖

了美国 50 个州超过 1. 3 亿美国人( 占总量 40% ) 和
8. 5万亿美元的经济份额( 占总量 45% ) 。这些非国
家行为体的经济体量 GDP之和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位列世界第三，极大提升了美国地方清洁能源外交

的结构性影响力。日本也重视非官方全球清洁能源
网络的部署。如作为日本官方援助实施的重要机
构，新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New JICA) 通过派遣志愿
者、支持日本的地方自治体、非政府间组织等在受援
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友好交往活动。同时也有
助于日本开拓清洁能源技术的海外市场，直接为日

本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海外投资机会［36］。
四、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与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
倡议，这是生态文明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具体体现［37］。清洁能源外交的有序推进不仅有利
于促进我国清洁能源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和绿色竞

争力提升，同时还强化了中国在区域能源治理新

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也为推进“一
带一路”区域能源转型以及绿色命运共同体建构
铺平了道路。
( 一) 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最初侧重一种经济发展驱

动型外交模式。作为清洁能源后发国家，中国自
21 世纪初期以来通过国际气候机制下的清洁能源
发展机制( CDM) 以及同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建型国
际合作来推动大规模化清洁能源项目的发展。随
着 2005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和 2007 年《可再
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颁布，中国逐步成为世
界上清洁能源投资和累计装机容量领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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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中国由清洁能源大国向清洁能源外交强国的

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
来，世界能源与气候战略格局的变迁为中国清洁

能源外交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中国逐步从侧
重欧美双边合作向兼顾全球和地区层面多轨合作转

变，积极将清洁能源议题嵌入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和 20国集团峰会( G20) 等国际机制中。
自 2013 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

来，经过多年发展，截止到 2019 年，中国已经累计
同 125 个国家、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3 份政府
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8］。不容忽视的是，
“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或属于
新兴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均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
生态环境脆弱、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39］。
因此绿色发展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题中
之意，清洁能源外交可以成为助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支持。基于此，中国的清洁能源外
交应该逐步从一种经济发展型清洁能源外交向一

种基于绿色实力的治理型清洁能源外交迈进。
基于绿色实力的治理型清洁能源外交定位需

要处理好国家核心绿色实力提升( 利益维护) 与全

球清洁能源治理创新机制( 治理合作) 之间的互动

关系。首先，在“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外交推进中，
中国的制度性引领和治理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强

化自身在清洁能源治理中的议程设定权、规制制
定权以及话语引领权等方面，这需要我们不仅扩

展和深化与现有国际清洁能源治理机构的合作，

还要在清洁能源外交中推进创新型和长效型清洁

能源合作模式。其次，清洁能源外交应通过绿色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和大国利益协调来减少竞争

性维度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绿色实力提升所

构成的冲击，特别就产业标准协调和技术合作达成

“多赢局面”。同时注重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充分调动多元利益攸关方的资源优势，并积极建构

各类伙伴关系网络，推进清洁能源公共外交开展。
( 二) 基于清洁能源外交的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路径优化

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清洁能
源外交不仅有助于缓解地区严峻的能源地缘安全

局势，还可以在推进绿色能源利益共享的同时增

进与周边国家的亲和度与信任感。清洁能源外交

推进过程中应该有所侧重有所突破，特别是注重

系统性的外交路径优化和外交战略能力建设。
1. 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平台引领全球清洁能
源伙伴关系网络建构

在“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外交推进中，中国可
以通过既有合作平台的绿色整合以及打造新的绿

色合作机制以提升制度性引领力。首先，可以立
足于既有的全球清洁能源多边机制 ( 如 IＲENA、
G20 和 CEM等) ，将绿色“一带一路”议题积极纳
入治理议程中。同时，中国还要推进以“清洁能源
发展”为核心的地区机制创新。目前中国在亚太
地区和东盟地区的清洁能源外交机制化建设中已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在 2014 年 APEC 能源部长
会议上中国宣布成立的“APEC 可持续能源中心”
( APSEC) 旨在建立绿色科研信息共享平台和高效
的政策协调机制。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已推动召
开了三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旨在促进中国

与东盟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基于东亚峰
会( EAS) 、东盟 10 + 3 和 10 + 1 机制，在“一带一
路”的框架下借助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的对话
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推进了“中国—东盟清
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关注“一带一路”创新性

清洁能源与环境合作平台的系统性建构。如 2016
年 9 月“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
立为此积累了经验。平台下设上海合作组织环保
信息共享平台、中国—东盟环保信息共享平台、
“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
平台、“一带一路”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以及环保技
术国际智汇平台 5 个子平台，为企业投资和清洁能
源外交的开展提供基础信息和决策支持［40］。目
前，该平台已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能源基金会、
绿色气候基金、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等 39 个国
际环保组织或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但
就长效性机制化建设而言，该平台仍需进一步整

合从而提升国际影响力，并且需要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进一步拓展全球多元伙伴关系网络。另
外，“一带一路”清洁能源治理平台建设也离不开
新型国际清洁能源金融体系的支持。以亚投行和
丝路基金为代表的“一带一路”金融机制均为清洁
能源外交的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但这些机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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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绿色投资做出重要限定。清洁能源外交需要
着重推动相关金融机构对于“赤道原则”的接纳①，
建立高标准的环境保护与风险管理制度，在项目

投资中强调“绿色采购”和“可持续性基建”等原
则。未来可以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
以推进基于清洁能源外交的“绿色新基建”项目落
地，谨慎而有所侧重地支持不同沿线国家的清洁

能源能力培训、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数字
产业发展项目等。

2. 强化绿色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清洁治理标
准的大国协调

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快速崛起，欧美

等国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不断制造贸
易摩擦，并通过施加碳税、航空碳税、碳标签等压
缩其发展空间。基于此，清洁能源外交协调的首
要核心就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则来化解危机，在

提升自身绿色实力的基础上以“绿色共赢”的理念
来推动灵活多样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一是建立大国制度化战略协调与沟通机制。

随着其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大规模部署，

其行业标准体系也要根据需求变化而与时俱进。
大国间关系的良性互动突出体现在“一带一路”清
洁能源治理的标准协调过程中，这包括统一标准

和认证流程，各方对测试和认证结果的相互接受

性等。在绿色“一带一路”建构中，不仅要注重中
国实践与国际能源标准和机制对接，同时还可以

通过清洁能源合作和最优实践扩散来推广“中国
标准”。中国在风电装机、太阳能热、核电、清洁高
效煤电和特高压输电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标准协调可以极大地减少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阻力，便于实现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在清
洁能源标准体系的建构方面，基于绿色新型大国

关系建构的国家间协调与互动合作显得尤为重

要。以奥巴马时期的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为例，中
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 USCＲEP) 通过参与国际电
工委员会( IEC) 等国际标准组织的规划，从而将两
国在清洁能源行业的新标准进行国际化［41］。
二是探索建立大国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考

虑建立“一带一路”大国间的区域对话机制，通过
中国同其他大国在沿线清洁能源开发项目上的合

作以及合作示范区的建立，扩大国家间的合作共

赢空间。比如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不仅是对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模式的新突破，更为

推动区域多边绿色合作提供了新的范本［42］。如
2018 年 10 月日本安倍首相访华时签署了 50 多项
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强调在基础设施、能源
环保、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作，为两国在带路沿线
的第三方清洁能源合作和外交协调提供了重要契

机［43］。两国在东南亚绿色基础设施、清洁电力、绿
色金融、农村可获性绿色电力等领域均具有广阔
的合作空间。2018 年 7 月《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
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的发布标志着中欧清洁能
源区域治理和国际合作进入新的阶段。2019 年 12
月，欧委会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欧洲绿色协议》，旨在到 2050 年使欧盟成为全
球首个“碳中和”地区。新冠疫情爆发后，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 2020 年 5 月呼吁，欧盟应坚
持实施“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将其作为应对
疫情、恢复经济的融合性举措。在此背景下，2020
年 6 月德国还通过了目标直指“气候转型”和“数
字化转型”的一项总价值为 1300 亿欧元的经济复
苏计划。就长远合作空间而言，中欧各国可以就
清洁能源发电、绿色能源法规和市场设计、数字智
能基础设施及储能设备等领域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多元第三方合作，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

协调利益冲突、开拓经济增长点的新引擎。
3. 注重调动“一带一路”私营部门资源并提
升清洁能源公共外交能力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国家气候自主贡献方面，国家公共部门仅

能提供前期不到两成的拉动性资金，而八成努力

需要带动广大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如果
缺少多元资金融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清
洁能源项目以及环保资金需求将对政府财政构成

巨大压力。因此，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外交及提
供绿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44］，不仅要发挥国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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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部门的能动性，同时还要调动私营部门资

源与社会资本力量，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政策导
向为清洁能源项目的海外发展提供更多的投融资

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重通过推进相关清
洁能源产业协会之间的联合，提升国内资源协调

力，从而克服企业“单打独斗走出去”所遇到的困
难，实现同舟共济式发展。如由中国产业海外发
展协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
会等组织推动的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于 2016
年成立，旨在优化区域产能合作及清洁能源产业

海外发展中发挥交流、沟通及协调作用。清洁能
源企业“抱团取暖”可以提升国际能源竞争力并分
散合作风险，通过审慎选择合作策略来避免无序

和恶性竞争。在联盟倡导与监督下，绿色项目需
遵循当地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切实推动当地可

持续发展，并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10］。
注重支持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来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公共外交力量。通过多元参
与式的清洁能源地区项目，社区援助治理创新等

方式来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推
动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一带一路”清洁能
源公共外交中，本土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助于分析

调研当地需求，全面考虑各方因素并推进“最后一
公里”的精细化治理。绿色公共外交可以形成与
政府及商业模式互补模式，更加关注弱势和易受

影响群体，实现基于能源正义的绿色资源分配。
以全球环境研究所( GEI) 为例，该本土社会组织致
力于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企业、学界及民间社区一
起，共同推动当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话与创

新解决方案，如推进了“基于清洁能源技术应用的
缅甸森林保护示范项目”等。通过推进清洁能源与
气候变化、投资贸易与环境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民间
合作，以 GEI 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可以成为“一带一
路”清洁能源公共外交开展的重要引擎［45］。另外，
在鼓励更多的本土社会组织参与到清洁能源外交中

的同时，也要给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沟通协调机制与参与渠道，在政策指
导、政策咨询和政策保障上增大支持力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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